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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域下南宋绍兴冤狱的政治取向 

董春林 

(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四川成都，611130) 

摘要：绍兴年间的群体性冤狱事件，并非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常规手段，而是一种游移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非规 

则政治行为。贯穿于绍兴冤狱审刑过程始终的有罪推定思想，并没有使案发告讦行为及罪证脱离法律规则，即使 

是结案时的严刑罪名，也是建构在即时的法理基础上。绍兴冤狱法律解析背后的政治视点，可以归结为绍兴和议 

国策的即时实施，从而直接透露出南宋初年宋高宗政权不惜触动道德天平而制造冤狱的政治动机。 

关键词：南宋初年；冤狱；绍兴和议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202−06 

相对建炎年间零散的冤狱事件来说，绍兴年间的 

冤狱事件更多地凸显出群体或规模特征，案发的罪名 

及案件本质更多地体现出一致性，案件的政治目的明 

显与执政者政治举措息息相关。尽管绍兴冤狱所见宋 

高宗政权的政治目的并不新鲜，案件形态也多彰显出 

清晰可见的“规则化” ，但对其法律层面的探究及其政 

治模式化的洞察仍不失为颇具价值的研究路径。 不过， 

因为冤狱多是游移于法律与纯粹的政治行为之间，以 

至于冤狱研究大多时候仅是落脚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 

理之差异上。事实上，无论冤狱事件与社会伦理何等 

的背离，也无论冤狱案发罪名多么地趋于一致性，贯 

穿其中的有罪推定原则，都始终追随着法律规则，而 

这种法律规则背后的法理又恰恰建构在政治基础之 

上，这便是绍兴冤狱与南宋初年政治变奏互相契合的 

大致脉络。此前已有学者抛开纯粹的政治视角，借助 

法制理论解构岳飞冤案所关涉的政治问题。 
① 
本文也正 

是着眼于绍兴冤狱案例中所呈现出来的有罪推定原则 

及法理重构迹象，借此进一步地探讨南宋初年法制视 

域下宋高宗政权政治取舍的路径。 

一、审刑程序与有罪推定思想的融通 

一如北宋乌台诗案，南宋绍兴冤狱也是在宰执支 

配下由台谏官员实施完成。这样一来，冤狱审讯过程 

及结案都似乎无甚法律可言，即使谈到冤狱证据、罪 

名，也常常被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逻辑所遮蔽。而实 

际上，南宋绍兴群体冤狱虽然涉案罪证中有与其他个 

体冤案类同之处，但其案发情形及罪证、罪名更多地 

呈现出某种一致性。案发的原由大致来自于“告讦” ， 

罪名也多如“指斥乘舆” “交通罪臣”“动摇国是”等 

严刑之名， 而证据也多为乌有的文字之过或言辞之失。 
1. 绍兴告讦的“合法化”之路 

我们从大量的绍兴冤狱案例中常常看到“告讦” 

“讦”等字眼。所谓“告讦” ，又可称为“告发”“告 

密”“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告发别人 

的隐私或短处。 “告讦”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 

行为，古代帝王常常以“告讦之风不可长”为戒，唐 

宋法律条文里更是对“告讦”之事进行规避。诸如， 

《宋刑统》规定：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 ” [1](364) 

“诸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 

实，徒二年。 ” [1](367) “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 

逆、叛者，皆绞。 ” [1](369) “诸投匿名书告人罪者，流 

二千里。 ” [1](370) 并且，北宋以来，统治者对所犯细小， 

或不干己，或已经赦者，以及监察官纠举犯罪都严格 

限制，以此杜绝告讦之风。 [2] 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 

林献可修书一封，叫他儿子送交谏官韩绛(后为宰相)， 

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不敢隐瞒而告知仁 

宗，仁宗以“恐开告讦之路”，叫他拿回家去烧 

掉。 [3](4185) 嘉祐五年(1060)六月，仁宗还下诏“戒上封 

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 

者” [3](4627) 。无论是对儒家伦理来说， 还是对传统帝国 

法治而言，告讦行为似乎都不可取。南渡播迁之后， 

高宗以仁宗为楷模，以元祐之治为向往，禁告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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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不例外。 

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江州进士孙复礼投匦讼 

德安令黄觌不法，高宗认为，“傥挟私怨有所中伤， 

不惟长告讦之风， 亦非求言本意” [4](470) 。 绍兴七年(1137) 
夏四月，给事中胡世将举荐尚书吏部员外郎黄次山替 

代自己的职位，高宗却以黄次山告讦董弅，此风不可 

长，遂令补外官。 [4](501) 不过，随着政治形势日益恶化， 

高宗对告讦行为的认识逐渐发生了改变。绍兴十一年 
(1141)十月，台谏官“请补试州县小吏仍许告吏罪， 

使补其阙，以惩吏强官弱之弊”，高宗却说：“此说 

若用，则相告讦，而州县扰矣，治天下当以清静镇之， 

若妄作生事，乃乱天下非治天下也。” [4](902) 对于高宗 

而言，告讦确实有悖于法治本意，只会使诬告丛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告讦一无是处，或者说高宗对告 

讦的认识是多元的，针对地方吏治告讦绝不可取，但 

对于统一国是论调，或许告讦仍有可取之处，确切地 

说是很有可取之处。就在高宗口口声声地言论“告讦 

之风不可长”的时候，汪叔詹告讦岳飞 [4](883) ，台谏官 

的风言亦将李光贬谪岭表 [4](903) ，高宗真可谓揣着明白 

装糊涂。宋律里虽然对举告有明确的限制规定，但并 

不是说告讦就没有合法性可言。所谓告讦为非，多是 

指告讦有伤风化、有毁风俗，真正“指斥乘舆及妖言 

惑众者”仍属密告范畴，属于正常告讦内容。而反观 

绍兴年间的诸多冤狱材料，不难发现其中多数罪名也 

是“指斥乘舆”“撰造语言”“簧鼓众听” ，告讦似乎亦 

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关键在于高宗政权的认知态度。 

绍兴十五年(1142)七月，执政进呈处州守臣徐度准诏 

条上便民事件，高宗说： “因此亦可以观人才，如议论 

平正，留心国事，其说自然可见，不然矫讦迂阔者， 

亦可见也。 ” [4](144) 高宗所谓的“议论平正，留心国事” ， 

无非就支持和议，这也是他屡屡谈及重民事的理论之 

基。所谓“矫讦迂阔者” ，实为一语双关，他的告讦观 

念不言自明矣。 

由以上考论不难理解，高宗对告讦的双向认知， 

实为绍兴年间“告讦”一词常常纠结于合法与非法之 

间的症结所在。而告讦真正走上台面，进而酿造了一 

起起声名狼藉的冤狱事件， 则在于秦桧的 “不懈努力” 。 

绍兴十九年(1149)十二月，秦桧党人秘书省著作佐郎 

林机面对，言及“有异意之人匿迹近地，窥伺朝廷， 

作为私史，以售其邪谋伪说”，高宗告诉秦桧说： “此 

事不应有，宜行禁止，许人陈告，仍令州县觉察，监 

司按劾，御史台弹奏，并取旨优加赏罚。” [4](239) 可见， 

告讦的合法化完全取决于宋高宗，一旦告讦合法，高 

宗的政治意向便凸显无疑。绍兴二十年(1150)元月， 

左奉议郎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告讦李光父子 

时，高宗痛斥李光“光倾险小人，平生踪迹于此扫地 

矣”。也由此，陆升之后来以告讦之功被秦桧提拔为 

知大宗正丞 [4](243) 。 

无可否认，秦桧制造冤狱，除了借助告讦以营造 

私己之利，左右士大夫言论，营造国是健康的语境当 

是其最终目的所在。但随着秦桧的去世，告讦是否合 

法化又被摆上了台面，以至于宋高宗本人也不得不反 

究告讦的过失。 秦桧去世不足一个月， 高宗便下手诏： 

“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持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 

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 

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重置于法。” [4](380) 

一般来说，一场灾难性冤狱事件之后，是非曲直 

的拨乱反正当是恢复元气的首要举措，“绍兴更化” 

即是得益于此原因而产生的新词汇 [5] ，而“绍兴更化” 

也确实以奖惩被告讦者与告讦者为主要内容。先是绍 

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执政进呈刑部状开具到前 

后告讦人姓名及“事迹” [4](385) 。二十六年(1156)十月 

二日，臣僚又言：“向者风俗媮薄，告讦大兴，士大 

夫陷于宪网者前后非一。……欲望严饬有司，将绍兴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以前应断过之人，除犯大不恭、 

不孝及蠹国害民，并枉法不枉法监主自盗、强乞取， 

已上并因人告发，迹状明白者，各论如法，其余犯在 

上件月日前者，不以年限，许自陈诉，委官看 

详。” [6](6592) 至此， 绍兴冤狱事件可谓告以段落。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绍兴冤狱酿造的初衷如何被赋予了 

法律化的外衣，除告讦手段的实施之外，那些如出一 

辙的严刑罪名，近乎虚无的证据，无不展示给我们又 

一个洞察真相的入口。 
2. 冤狱证据效力的绝对化 

从南宋初期冤狱类型来看，绍兴年间的诏狱冤案 

罪名繁多，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冤狱罪名，且均是以 

严刑称道，诸如“指斥乘舆” “谤讪朝政”“交通罪臣” 

“动摇国是”等，重则处以死刑，轻则也得流千里。 

显而易见，这些罪名均以置人于死地为目的，案发之 

前便已计划好案件的走向， 法律程序仅只是手段而已。 

不过，法律程序也有其游戏规则，透过这些冤案的审 

刑条件及简要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洞察冤案背后更为 

深刻的东西。严刑罪名的成立，既离不开告讦的合法 

化，更离不开支撑告讦行为的证据。绍兴冤案形成的 

证据与一般刑事案件的证据略有不同，大致来说，口 

头证据与实物证据在诸多冤案中都有所呈现，冤案证 

据的条目也参差不齐，一句话的口头证据与形成文字 

的实物证据，可以单一行用，亦可以交错并行。相比 

较而言，除了形式上的差异之外，口头证据与形成文 

字的实物证据，这两者的效用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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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实物证据才具有法律说服力。就曲端一 

案而言，文字证据似乎成为案件成立的主要因素，王 

庶的告讦及吴玠建言“曲端谋反”之词，当直接策动 

张浚处置曲端的神经， 而真正用来给曲端定罪的依据， 

却是那首“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 。秦桧 

执政时期所制造的冤案之中，文字证据也更多地凸显 

案件的目的性。胡铨赋词“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 

辙” ， 王庭圭赋诗 “痴儿不了公家事， 男子要为天下奇” ， 

胡寅游岳麓寺感怀“是何南海之鳄鱼，来作长沙之鹏 

鸟” ，范彦辉“何当日月明，痛洗苍生病” ，沉长卿、 

芮晔同赋“今作尘埃奔走人” ，等等，皆曾作为案发的 

实物证据而被行用于审刑之中。罪证内容是否触犯严 

刑之罪，还在于审刑机构对证据的解释和认定。在皇 

权至上的传统帝国里，一旦疑犯罪证触犯或仅仅影射 

到国家与帝王，证据的诠释将被无端模糊。 

口头证据，行用在绍兴冤狱中更是异常频繁。绍 

兴十二年(1142)，右谏议大夫罗汝楫劾胡铨“文过饰 

非，益唱狂妄之说，横议纷纷” [4](33) ；绍兴十三年九 

月，侍御史李文会言王晞亮与赵鼎、潘良能、李光、 

汪藻交通， “伪造事端，唱为异说，喧传四方，实伤国 

体” [4](92) ；绍兴十六年(1146)七月，中书舍人段拂奏刘 

一止“趣操朋邪，自作弗靖” ， “轻躁怨忿形于奏牍” ， 

御史中丞何若亦奏刘一止与李光交通， “辞气怨怼， 无 

臣子之礼” [4](157) ；绍兴十六年，右谏议大夫汪勃劾刑 

部员外郎李颕士与赵鼎交通时云： “今虽为郎，尚怏怏 

不满，每见差除，则忿见于言色，谓天水朝必不至 

尔。 ” [4](171) 所谓口头证据，更多彰显某种随意性，证 

词内容多是某某有过什么言论，而这些言论是否足成 

罪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证词内容中对这些言论之危 

害的修饰，当证据不需要查证的时候，过于夸张的修 

饰词同样能够成为案件认定的条件。 

有罪推定逻辑里罪证是否成立，关系到立案的正 

当性，如何体现罪证的合法性，又关系到对罪证的认 

定。正如前文所言，绍兴冤狱中证据的可靠性几近虚 

无，证据与证词同时出现，甚至罪名与证据同出一折， 

从而透视出案件审刑程度的非规则性。不过，我们也 

应该看到，即使审刑程序如何的非规则性，由于有罪 

推定思想的影响，可以忽略对罪证的认定，但罪名始 

终符合宋代法律规定。诸如绍兴冤狱中常见的“指斥 

乘舆” “谤讪朝政”“交通罪臣”等罪名，在《宋刑统》 

里多有记载，并且多属严刑罪名。此外，即使案情证 

据不足，执法者为了促成狱案结案，还可以采取“众 

证定罪” 。《宋刑统· 断狱律》 “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 

条载： “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 

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逢者以故失论。 

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其于律得相容隐者，郎年八 

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 

减罪人罪三等。 ” [1](472) 众证定罪是指对不适合拷讯的 

弱势群体采取的结案方式， 众证者指三人以上的证人， 

证人证言实为最关紧要的证据，这样一来，疑案终能 

顺利结案。不过，绍兴二十六年冤狱平反之即，孙觌 

曾在上书中云： “所谓众证， 多缘私移狱。 或负冤称屈， 

或诋谰避罪，近移他州，远移别路，差择官吏参验考 

核，罪状了然，尚复谩谰，迁延岁月以图幸免，则用 

众证。近时吕颐浩中子烝庶弟之母，捕逮系狱，惧罪 

佯瘖，不肯置对，亦用众证。如臣所坐，未尝移狱别 

推，未尝托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辄用众证？公案无书 

押一字，而以众证为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 

于此。 ” [7]《上皇帝书》 
巨焕武先生在研究岳飞冤狱时，也曾 

指出“众证定罪”是宋代审刑中常用的结案方式，适 

用于岳飞冤狱则有其主观目的性。不管怎么说，从孙 

觌的话里不难看出， 绍兴冤狱的证据不仅被主观解释， 

证据采集途径也凸显出主观性。 

至此， 绍兴冤案的审讯虽然遵循大致的审讯过程， 

但起诉途径、证据采集与求证，并没有遵循宋代“重 

失入轻失出”的司法原则。南宋初期，宋高宗重视法 

制建设可谓不遗余力，好生之德更是常常挂在嘴边， 

想必绍兴年间秦桧主导下的众多冤狱事件也不可能游 

离出宋高宗的仁德视域。究竟法制视野下的绍兴冤狱 

是否有其时代的合理一面，这将关系到审刑程序中立 

案环节的罪名有何法律依据，也将是解释南宋初期法 

制与政治对立统一的答案。 

二、动摇国是——法理基础之 

即时阐释 

从有罪推定的逻辑来看，无论是口头证据还是文 

字证据，都无须求证，这样一来，严刑罪名便有了支 

撑点。实际上，有罪推定思想的核心并不在有无罪名 

及推定过程，冤狱肇事者既定的是有罪，期望实现的 

是定下重罪立案，所以说是否有罪当有一个先入为主 

的目的， 如何定罪则取决于如何对罪名进行法律解释， 

即使不一定参照相对应的条法来处罚，也要有一个重 

罪的参照标准。一般来说，对罪名的量刑当参照现有 

的条法，诸如《宋刑统》及随机颁布的诏敕，实用与 

否都可用来参照。不过，有一些罪名并无相应的量刑 

条法，也可结合现行的国家大政方针重新从法理角度 

解释这些罪名。 所谓法理，当是体现即时的法律价值， 

是制定法律的基础。 
② 
从绍兴冤狱的罪词中， 我们常常 

看到“动摇国是”“以摇国是”之类的罪名，到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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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如何从法律角度解释， 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既不能从法律条文中找到相应的规定，又不能轻易地 

将审刑程序中的罪名解释成纯粹的政治行为。从法理 

角度来看，这样的罪名似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首先 

来说，法理体现了法律的价值， 又是制定法律的基础。 

显然，这与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行为规范 

息息相关。余英时先生曾指出， “国是”在宋代是个法 

度化的观念，熙宁变法、绍兴和议、孝宗朝党争、党 

禁都以“国是”为纲。 [8](251) 所论可谓一言以蔽，为本 

节法理视域下考察冤狱刑名提供了依据。不过，先生 

所论“国是”的法度化体现的是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 

下的政治举措，对法理概念少有论及。其次是南宋绍 

兴年间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当是解释疑难罪名的 

正确答案。沈松勤先生曾指出，自建炎至绍兴前期与 

孝宗继位的初期，和议成了南宋王朝不可动摇的“国 

是” 。 [9] 同时，他又将这一阶段以“绍兴和议”签订为 

基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总而言之， “绍兴和议”签订 

之后，南宋的“国是”唯有和议当是不争的事实。但 

是，和议方针在和议签订前后，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政 

治压力，又是何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策明正言顺地 

推行，进而宋高宗政权如何为既定的政治方向扫平异 

端，这将关系到宋高宗法制思想对立统一的两层面问 

题。 

关于“绍兴和议” ，一般认为大致有两次。其一， 

认为绍兴八年(1138)正月赵鼎乞诏诸大臣问计 [4](595) ， 

即为第一次“绍兴和议”的开始；其二，认为绍兴十 

一年十一月高宗论“往年之和出于乌珠，今年之战出 

于挞懒” [4](896) ，实为第二次“绍兴和议”缔结的标志。 

寺地遵先生认为，前后两次和议大有不同，柘皋一战， 

金人已暴露其军事力量有限，而南宋权力的统合力足 

以维持稳定，再加上第二次宋金议和并没有第一次那 

施惠的色彩，遂使反对论者难以为言，并且第二次和 

议中高宗并未全面掌握推动和议的主导权。 [10](256) 笔者 

认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和议中，反对论者并没有太大 

的差异，士大夫对于和战态度随着南宋政治环境的变 

迁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与绍兴和议相关的诸多冤狱， 

并没有大量发生在所谓的第一次和议中，而是集中发 

生在第二次高宗没有主导权的和议缔结之后，与绍兴 

冤狱中法理的政策基础息息相关。 

就绍兴和议中的“动摇国是”等罪名来看，显然 

与执政者维护和议的政策实施路径相关。绍兴八年正 

月，赵鼎提议商谈议和时，高宗曾坦言： “不须恤此， 

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 

理。 ” [4](595) 同年六月，高宗以与金人“信誓已定不可 

失约”为言，遂使“物议大讻，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 

信为言” ， 高宗和议之意坚定， 几致愤怒。 赵鼎出谋 “讲 

和诚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为 

之” [4](630) ，以此堵群臣反对者之口。同年十一月，高 

宗又因胡铨反对和议而表态“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 

若此，据朕本心，惟应养母耳” [4](678) 。由此可见，高 

宗以孝心为辞的和议理由，实为高宗本人计谋所在。 

另外，这也透露出，绍兴八年和议进程中高宗并没有 

将和议定为国策， 而仅只是以迎养母等仁孝措辞为由。 

也就是在绍兴八年十一月， 胡铨上书言和议为非之后， 

高宗才意识到仁孝之辞已不足以应对反和议之词，当 

秦桧请示诛责胡铨时，高宗才说： “卿等所陈，初无过 

论，朕志固定，择其可行，中外或致于忧疑道路，未 

详其本末，至彼小吏轻诋柄臣，久将自明，何罪之 

有。 ” [4](678) 高宗授权对胡铨“语言凶悖” “意在鼓众， 

劫持朝廷”的处罚，当是执政者为和议而兴冤狱的肇 

始。不过，绍兴八年之后的几年里，很少再有关于和 

议所兴冤狱的案例出现。自绍兴八年和议签订不久， 

由于金朝内部权力配置和权力斗争，金朝单方面撕毁 

了条约，背信弃义向宋开战，宋金和议宣布破产。 
③ 

和议的破产，自然消解了和战的争执，高宗的和议政 

策还没来得及全面推行便停滞了下来。绍兴十一年宋 

金再次和议之前，两国经历了频繁的征战，无论南宋 

是否仍执行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至少不曾延续媚颜 

求和的外交路线，绍兴十一年二月宋军迎来了柘皋大 

捷。研究者习惯认为宋高宗、秦桧主导和议，害怕迎 

战，自始至终不曾改变。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两宋王 

朝武功不抵北方外族的原因，是其一直延续着“强本 

弱末”的国策 [11] 。遂使我们常常忽略掉南宋初期国策 

的变迁史，屡屡陷入一些传统研究的模式化之中。 

绍兴十一年八月，金朝归还了徽宗的灵柩(梓宫) 

及高宗生母太后韦氏，十一月缔结了宋金和约。这一 

次宋高宗虽然仍以仁孝为由与金和议，却不再用仁孝 

之辞封堵反对者之口。 “人主之权，在乎独断” [4](896) ， 

充分体现了高宗实践政策举措的决心。究竟如何实践 

他的政策举措，这将关系到绍兴十一年之后南宋发生 

的大量冤狱事件，在这些冤狱事件的审刑程序中，触 

犯国策的罪名显见于判词里。 比如， 绍兴十三年(1143) 
五月， 中书舍人张广坐 “朋附程克俊、 动摇国是” [4](82) ， 

为殿中侍御史李文会所劾而遭贬；绍兴十四年(1144) 
十月，御史中丞杨愿劾李光“负倾险之资，挟纵横之 

辨，谄附蔡京，窃位省郎，人伦堕坏，廉耻不闻” ， “令 

子弟、 亲戚往来吴越， 教人上书， 必欲动摇国论” [4](123) ； 

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奏晁谦之 

“险薄躁竞，时无与伦，赵鼎负滔天之恶投畀遐裔， 

乃阴与交通，书问络绎；王庶诡诈乖僻，世所共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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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之实其辟客，每慕其为人，庶之子至今往来请求不 

绝，朋奸稔恶，日怀怨望，志在动摇国是” [4](203) ；绍 

兴二十二年(1152)三月，王庶之子之奇、之荀遭贬， 

高宗尤言： “(王)庶为人□悖，深沮休兵之议，几误国 

事。 ” [4](282) 同年四月，章厦劾巫伋“阴怀异意，以摇 

国是” ，林大鼐亦奏巫伋“黩货营私” [4](284) ，以至贬 

其职；同年十二月，右正言史才论林大鼐“狂躁欺诞， 

父在而不迎侍” ， “若不亟去，必摇国是” [4](298) ；绍兴 

二十四年(1154)六月，右正言郑仲熊言李光、孙仲鳌、 

史才“互相交结，密通光书于万里之外，盖欲阴连死 

党，以摇国是” [4](331) 。这些以“动摇国是”或“以摇 

国是”为罪名的案件，多半与和议直接相关，诸如李 

光、王庶之辈反对和议者，之所以被斥为动摇国是的 

罪臣，主要因为宋高宗政权将宋金和议的政策化。关 

于李光， 史载他曾于绍兴八年十二月至绍兴九年(1139) 
十二月任参知政事，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缔结之后， 

李光父子成为反和议的代言人而遭到冤狱迫害。据寺 

地遵先生研究，绍兴八年宋金和议中任用李光，本是 

高宗、秦桧为和议而与江南士人妥协的结果，其目的 

在于分化和议反对论与慎重论的势力。 [9](188) 同时他又 

指出，绍兴十至十二年收兵权问题与宋金战事再起， 

使得宋朝不得不放弃以往妥协性格浓厚的息民、裕民 

财政政策。 [9](272) 另外，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和议缔结 

之前，李光之狱兴起，宋高宗曾云： “司马光言政之大 

本在于赏刑……若用虚名而不治其罪，则有赏无刑， 

政何以成， 譬之四时， 有阳无阴， 岂能成岁乎？” [4](903) 

可见，李光的任用是因当时的和议政策，此后遭贬及 

屡遭迫害亦是由于和议政策的推行及江南涵养政策的 

转向所致。至于王庶，初论金人奸诈，不可与使者相 

见 [4](629) ，再论不可相信金人和议的用心 [4](666) 。王庶最 

初以和议为非，并非出于反对和议之事，而是对金人 

不信任，这和反对和议的性质大不同。何俌《龟鉴》 

曾曰： “窜王庶，桧怒其不附和议也；窜胡铨，桧怒其 

曾沮和议也。 ” [4](107) 从高宗对王庶所下“动摇国是” 

的言论，便可看出和议政策性实施的力度。此外，张 

广、晁谦之、巫伋等人皆因得罪秦桧而被冠以“动摇 

国是”罪名，此亦可见，和议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已 

成为一种没有底限的打击手段。 

不管怎么说，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和议缔结之后， 

和议做为一个国策被纳入法律解释之中， “动摇国是” 

彰显着即时的法理意义。绍兴十二年十月，高宗曾对 

大臣们提到： “天下幸巳无事， 惟虑士大夫妄作议论扰 

朝廷耳，治天下当以清净为本，若各安分不扰朕之志 

也。 ” [4](53) 高宗的忧虑实为和议的稳定与否，也因正为 

这种天下之清静，对士大夫妄作议论者惩罚的举措似 

乎已箭在弦上。绍兴十七(1147)年二月，制造御前军 

器所监造官马元益，因“语言狂妄”而被勒停编管， 

高宗曾明确表态： “真宗皇帝澶渊之盟， 敌人不犯边塞， 

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 

若无赏罚，望其为国实难。……赏罚既行，数年后可 

望风俗丕变矣。 ” [4](184) 

三、结语 

传统视域里绍兴冤狱或许只是秦桧专权境况下打 

击异己的通常手段，其政治意图似乎远远超出它的法 

律性质，只是简单的权力斗争。实则不然，南宋初年 

的政治背景复杂，宋高宗政权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危机 

局面，无论是李纲、汪伯言、黄潜善的权力纷争，还 

是赵鼎、张浚的地位角逐，都不是政治的主题。对于 

宋高宗政权而言，如何解决外部金人的压力才是政治 

主题。从绍兴八年正月到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经 

历了两次和议尝试，最终缔结了和约。相比大兴军事 

收复失地来说，绍兴和议的历史价值此不赘述，我们 

必须注意的是绍兴和议在宋高宗政权决策中的重要 

性。 

通过本文对绍兴年间群体性冤狱事件的法律解 

析，我们可以大致明晰，绍兴冤狱审刑过程中的有罪 

推定思想，并非简单地取决于执政者的擅权打击，而 

是依托于即时的和议国策。比如，冤狱发生初期的告 

讦，非但没有违背法制里禁止匿名举告的条件，还直 

接透露出宋高宗政权赋予其的 “合法化” ；冤狱审刑中 

证据的绝对化更是凸突显出即时政治的视点；严刑罪 

名里的“动摇国是”“以摇国是”等罪名，实为宋金和 

议国策的真实写照。余英时先生又曾指出，士大夫与 

皇帝同治天下是“国是”的基础，但“国是”理想落 

在权力世界中常常被谋利者利用， “国是”遂被劫 

持。 [8](280−289) 借此可见，高宗朝推行绍兴和议国策兼具 

双重功能，不仅起到笼络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作用，还 

成为打击反对派的法理依据。只不过宋高宗政权在面 

对法律权威与政治行为的双向选择之中更多地倾向于 

即时的政治利益，法律与政治的从属关系在一定的历 

史表象之中变得模糊。 

注释： 

① 从法律角度探讨绍兴冤狱的成果目前并不太多， 主要集中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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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冤狱的研究。比如，巨焕武：《岳飞狱案与宋代的法律》， 

《宋元明史研究论集》， 台北： 大陆杂志社 1981年版， 第 50−51 
页；戴建国：《关于岳飞狱案问题的几点看法》，《宋代法制初 

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351−362页。 

② 《南齐书·孔稚圭传》载： “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准，驭大 

国者以法理为本。 ” 刘得宽曾对法理定义： “法理乃指物之道理， 

事之理路而言。……法理为物之道理，故法理为所有法源之基 

础，成为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法源之最根底之物。 ”参 

见刘得宽：《法学入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21 页。陈景良另指出，宋代法理的概念已包含法律的 

价值或法意。陈景良： 《宋代“法官” 、 “司法”和“法理”考 

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法商研究》2006 
年第 1期。 

③ 《皇宋十朝纲要》卷三三，金天眷二年(绍兴九年)七月条载， 

金右副元帅兀术密奏于国主亶云： “河南地本挞懒、宗磐主谋 

割于南宋，二人必阴纳彼国之赂，于是挞懒之蔚州避暑，与宗 

磐共谋为乱。 ”是秋，金国主亶杀其伯父宋王宗磐等七人，皆 

夷其族，又遣兀术杀挞懒于祁州。拜兀术为越王外都元帅，兀 

术已决意举兵，复取河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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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Shaoxing injustic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rom legal perspective 

DONG Chunl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Shaoxing injustice was not a general means of political groups struggle for power, but a waver between the 
legal and politics. Throughout the thinking of the injustice trial is always the presumption of guilt in the Shaoxing years, 
has  not  held  the  incident  to  report  the  behavior  and  the  incriminating  evidence  from  the  rule  of  law.  Even  closing 
charges,  also  constructed  in  the  immediate  legal  basis.  Shaoxing  injustice  behind  the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of  Shaoxing Agreement,  thus  revealing  the  motives  of  Song  Gaozong 
regime manufacture of injustice. 
Key Words: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justice; Shaoxing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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